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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育领域哲学博士学位项目的
课程体系特色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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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佛大学教育领域哲学博士学位项目在跨学科培养卓越的学术领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模式。整合了

全校优势资源，构建了“模块多元、研究性和跨学科性”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具体表现为课程设计旨在为个

性化研究服务、课程结构强化模块多元与跨学科性、课程形式突显“以生为本”按需选课、课程师资彰显跨学

院协同共享四个特色。认为这对我国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改革尤其在顶层规划课程设计理念、优化课程结构、

强化日常科研训练和增进跨学院资源互通等方面有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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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HGSE）始建于 1920 年，1921
年在全球首创“教育博士（Doctor of Education，
Ed.D.）”学位，旨在为中小学教师和学校领导提供

专业训练[1]；2012 年 HGSE 取消了 Ed.D.学位，继而

创设了教育领域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ducation，简称“教育领域 Ph.D.”）[2]，是哈佛

大学第 17 个跨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项目，为美国乃

至世界教育领域跨学科培养博士生树立了典范。为

此，深入了解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的创

设背景与动因，深刻剖析其课程体系特色，对完善我

国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哈佛大学创设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的背

景与动因

哈佛大学以教育领域 Ph.D.学位取代 Ed.D.学位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 HGSE 提升学术地位与

学科影响力、变革教育质量低下的 Ed.D.学位、顺应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学科制度变革的迫切需要。正

是源于更高水准的学科专业追求，在内外多重因素

作用下，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应运而生。

1.提升学术地位和学科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HGSE 脱胎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霍

尔姆斯（Henry W. Holmes）认为，能授予博士学位

标志着教育研究生院从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独立出

来，意味着对教育专业追求的认可[3]133。HGSE 在建

院的第二年便创立了世界首个 Ed.D.学位，获得了独

立设置博士学位的权利。尽管建议同时授予 Ph.D.
学位，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威尔（A. Lawrence
Lowell）却认为，教育研究生院没有必要同时提供

两种教育类博士学位，Ed.D.专业学位全部交由教育

研究生院掌控，而哲学博士学位的控制权全部划归

文理学院[3]137。因此，此后近一个世纪，HGSE 只授

予 Ed.D.学位。

20 世纪 40 年代后，美国大学的 Ed.D.学位和

Ph.D.学位发展迅猛，许多大学同时授予这两种学

位，规模约各占一半。而 HGSE 长期仅靠 Ed.D.“跛

足”前行，这种境遇显然有损哈佛大学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霸主”地位。面对全

美范围内两种博士学位并存格局带来的冲击与挑

战，也为了避免在哈佛大学庞大的学术体系中被边

缘化，HGSE 一再提出设置 Ph.D.学位，与学术发展

和研究接轨[4]。可见，争取 Ph.D.授予权、完善博士

学位体系，既是 HGSE 的夙愿，也是提升其学术地

位和学科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2.变革教育质量低下的 Ed.D.学位的迫切需要

哈佛大学当年对于新建的 Ed.D.学位，霍尔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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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期望该项目面向教育实践从业者开展培训，而

劳威尔校长却希望攻读该学位者能致力于学术研

究。为了“安抚校长”，霍尔姆斯最终妥协，在教育

博士的培养中添加了很多对哲学博士的培养要求。

两人观点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 Ed.D.学位究竟是以

专业取向还是以学术取向的矛盾，不同价值取向争

锋后的结果从源头上导致了 Ed.D.定位模糊不清。

“自 Ed.D.诞生于哈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高

校的 Ph.D.相差无几，究其原因是由哈佛大学的特性

与学术传统所决定的。”[5]

随着 Ed.D.学位的迅猛发展，美国社会掀起了一

场旷日持久的对其存在价值和培养质量的质疑及其

何去何从的“存废”之争 [5-7]。争议的焦点集中于

Ed.D.与 Ph.D.在培养目标与入学标准、培养模式与

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与学习方式、学位论文与评价

标准等方面存在的趋同性[8]，Ed.D.学位也因此被贴

上了“注水博士”“次哲学博士学位”的标签。哈佛

大学 Ed.D.名义上是旨在培养实践性人才的专业博

士学位，而在培养实践中却倾向于理论研究，培养

研究人员[9]，它“总是徘徊在培养从业人员的目标

定位和全力打造高水平学术教育与研究的两极之

间”[10]。连 HGSE 的学术院长 Hiro Yoshikawa 也认

为：哈佛大学 Ed.D.本应该是一个实践型的专业学

位，而今却已是一种研究型的学位[11]。

社会对 Ed.D.学位的声讨和改革争议愈演愈

烈 [12-13]， 2006 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席舒尔曼（Lee S. Shulman）等人开展

了一场全国性的“教育博士”改革行动（CPED）。

舒尔曼严厉指出：我们已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基

本上是在用相同的模式培养 Ed.D.和 Ph.D.。教育领

域的两种博士学位混淆不清，致使教育学院既不能

胜任创造新知识的使命，也不能胜任培养合格教育

从业者的使命，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区分这两种

学位并使两种学位都得到提升[14]。他呼吁各高校必

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将 Ed.D.与 Ph.D.的学

位属性和培养目标明确区分开来，在变革原有 Ed.D.
学位基础上可另设 Ph.D.学位等，以重塑一个高水准

的 Ed.D.学位[15]。

在 CPED 改革浪潮推动下，哈佛大学对教育领

域的博士学位制度进行了创新性变革。2009 年教育

研究生院独辟蹊径首创了“教育领导博士（Doctor of
Education Leadership，Ed.L.D.）”专业学位，突出“应

用性”和“职业性”特点，旨在培养创新型的“学

术实践教育领导者”；2012年设立全新的 Ph.D.学位，

由教育研究生院与文理学院下设的“艺术与科学研

究 生 院（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GSAS）”联合授予学位，旨在培养卓越的具有跨学

科素养的教育研究者[16]。可见，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的成功创设，源于卡内基“教育博士”改

革行动这个关键动力作用下对定位不清和培养质量

低下的 Ed.D.学位变革的迫切需要，标志着 HGSE
的博士学位体系由“单轨制”走向专业学位与哲学

学位共生的“双轨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3.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学科制度变革的迫

切需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由

单一学科为主转向多学科为主的革命性变化，大学

已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场所，传统的单一学科制

度已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学科之间的整

合与碰撞是大势所向。美国学者克莱恩（ Julie
Thompson Klein）指出，跨科际制度是指一系列的

活动，包括学科间互相借换、合作解决问题，在独

立分隔的学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多个分隔的

学科互相交叠的领域中开发新领域。跨科际制度是

尝试消除专科化所带来的难题，从而改变知识的学

科规训组织形式[17]44。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高校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跨学科人才培养呼之欲出，关

键在于一支具备跨学科素养的师资队伍。然而，

HGSE 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拥有 Ph.D.学位，学术视角

较狭窄。随着时代发展和教育学科等的变化，HGSE
的师生们一致认为 Ed.D.学位单一的教学模式和研究

已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教育发展需要。具有强“跨界

学科性”的教育学术研究，应集中关注来自其他多个

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的信

息，建立跨科际制度并以此作为“单个研究方法不能

圆满解决问题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应对手段”[17]196，将

其中跨学科的发现转化为教育政策改革和实践变革

性的思想。

由 HGSE 和 GSAS 联合授予教育领域 Ph.D.学
位，实际上是从学科制度变革角度为跨学科人才培养

扫清障碍，有利于“将单一学科转化为跨学科的学习，

运用跨学院的学术优势和资源，继续哈佛大学博雅教

育的精神和传统”[4]，它“成功整合了各学院的优势

资源，为教育领域培养卓越的学术领袖”[18]。正如

时任 HGSE 院长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所

言，用 Ph.D.取代 Ed.D.目的是使已有 Ed.D.的研究

性特征更突出，使哈佛大学跨学院间的学术交流更

深入，将利用整个哈佛大学的智力资源来解决 21 世

http://www.gsas.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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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19]。哈佛大学时任校长福

斯特（Drew Faust）也指出，“这个新的跨学院 Ph.D.
项目，将充分发挥两个研究生院的优势，并将吸纳

全校优秀教师，反映了哈佛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致力

于解决与人类进步有关的紧迫问题的承诺”[19]。

正是在内外因合力驱动下，哈佛大学宣布终止

Ed.D.学位并开启跨学科的教育领域 Ph.D.学位，引

起美国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正如卡内基“教育博士”

改革行动项目主任佩里（Jill Perry）指出：“哈佛大

学没有废除有 90 年发展历史的 Ed.D.学位，而是创

立了一种全新的专业学位 Ed.L.D.，再用 Ph.D.重新

命名 Ed.D.学位，这一行动证实了需要区分两种博士

学位并重新强调各自的作用，让博士生分类接受不

同的学位教育以便为其未来从事何种职业做正确的

准备——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Ph.D.）还是一名实

践者（Ed.D.），这项改革行动巩固并超越了 CPED
所做的工作。” [9] 质言之，哈佛大学创设教育领域

Ph.D.学位，是学位制度创新、培养模式创新和跨学

院合作办学的重大突破和进步[20-21]，在行动上引领

了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等许多著名大学的 Ed.D.
项目改革[22-23]，为美国乃至世界教育领域博士生教

育树立了标杆，产生了全球性的深远影响[24-25]。

二、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的课程体

系特色

博士学位制度的创新意味着博士生培养模式的

变革，也决定着博士生课程体系的改革。哈佛大学教

育领域 Ph.D.学位是对美国已有 Ph.D.教育的超越，

是一场涉及培养目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等的全方

位变革。

在培养目标上，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

目致力于“培养卓越的具有跨学科素养的学术领

袖”，具体表现为：促使学生能够致力于教育与经济

学、医学、人文科学等的跨学科研究；将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和艺术等不同学科体系中的专业知识应用

于解决复杂的教育研究、政策和实践问题；培养学

生成为卓越的学者、研究者、决策者以及能提高美

国乃至全世界教育成效的领袖。博士学位获得者的

就业领域广泛，能在研究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决

策部门从事高级领导职务，或在世界一流高校作为

师资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等[2]。

在专业方向上，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

目设立了文化、制度与社会（Culture，Institutions and
Society，CIS），教育政策与项目评价（Education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EPPE），人类发展、学与教

（ Human Development ， Learning and Teaching ，

HDLT）三个方向，强调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

等交叉学科视角去研究错综复杂的教育问题，凸显教

育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三者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主

题上并无严格区分，但在研究视域、所需学科基础和

解决问题的焦点上差异明显。例如同样是早期儿童教

育问题的研究，CIS 偏重从社会学视角探究学前家庭

教育的有效策略及家校合作关系，EPPE 偏重从经济

学视角关注学前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回报率及教

育政策设计，HDLT则偏重从心理学视角探求学前教

育对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影响[26]。

为“具备跨学科素养的未来学术领袖”做准备

的博士生教育，必须依赖于多学科协同的课程体系支

撑。基于上述培养目标和专业方向，哈佛大学整合了

全校优势资源，构建了“模块多元、研究性和跨学科

性”特色鲜明的教育领域 Ph.D.课程体系，具体表现

在课程设计旨在为个性化研究服务、课程结构强化模

块多元与跨学科性、课程形式突显“以生为本”按需

选课、课程师资彰显跨学院协同共享等四个特色。

1.课程设计目的：追求为个性化研究服务

从培养目标出发，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

项目要求学生通过至少五年的全日制培养，完成课

程修习、参加研讨会、研究学徒训练、综合考试、

学位论文研究等培养任务，整个培养过程非常强调

研究性特点。前两个学年，博士生要集中完成课程

修习、参加不同形式的研讨会和进行一定的科研训

练。在此基础上，参加包含笔试与口试在内的综合

考试，以检测其对一般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所

在专业领域的掌握情况、独立设计开发和实践原创

性研究的能力。博士生只有通过这场以不同方式对

特定领域知识进行形式化处理和证明的综合考试

后，才能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最后花两年时间

完成原创性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持续五年接

受严格的研究学徒训练（见图 1）。
为实现培养目标，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

项目坚持以“旨在培养学生生产出为教育带来变革

性影响的新研究和促成新知识的发展”作为课程设

计的出发点，着重从知识建构和技能建构入手，为

博士生提供集教育领域、跨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领

域的课程群[26]（见图 2）。除涵盖教育领域的知识外，

还兼具研究方法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以及

一系列包括各类研讨会和研究学徒在内的严格的研

究方法技能训练，其中研讨会和研究学徒训练贯穿

整个培养过程。知识建构类课程基本由博士生自行

选择，为其开展个性化研究做必要的课程准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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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注重宽厚的学科知识建构和严格的科研方法训

练“两条腿走路”的课程修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为每一位博士生的个性化研究服务，与其他培养任

务一起共同服务于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注：图中实线转虚线表示教师指导逐步减弱，学生自主独立性逐步增强。

图 1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课程实施时间线

图 2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课程群

2.课程结构设置：强化模块多元与跨学科性

课程体系所包含的课程以及这些课程是如何组

合的，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要求博士生花两年时间完成至少 16
门课程 64 学分的课程修习，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

程两大类，包括研讨会、研究方法课程、阅读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和跨学科选修课程五个模块（见表 1），
反映出课程学分高、课程模块多元、课程门数多样

和跨学科性等特点。

尼奎斯特（J. Nyquist）指出，跨学科研究能力、

跨机构合作能力、在公私立部门工作的能力，是博士

学位获得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27]。“跨学科性”

是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培养的一大特色，体现在

培养目标、专业方向、招生选拔、课程资源和师资配

备等方面[28]。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均提供了丰富

多元的“跨学科”课程资源，集中体现在研讨会、研

究方法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跨学科选修课程这四个

模块，共 44 学分，占课程总学分的 68.75%。

根据受众对象与研讨深度不同，开设了预研讨

会（Proseminar）、专业核心研讨会（Concentration
Core Seminar）和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Doctoral
Colloquia）三个类别 12 学分的研讨会，将其纳入必

修课程管理。第一学年秋季，为所有博士生开设预

研讨会，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以讲座方式分享对教

表 1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课程结构框架

课程类型与模块
课程

门数

总学分/占比

（%）
开课时间 课程设置说明

必

修

课

程

研讨会
Seminar

3 门 12 学分/18.75

第一、二学年，每

学期均有 1~2 门

研讨会

根据受众对象与研讨深度不同，开设各为 4 学分的

3 门研讨会课程，即预研讨会、专业核心研讨会和

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研究方法课程
Research

Methods Courses
4 门 16 学分/25

第一学年秋季、

春季各 2 门

提供开展高质量研究所需的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含

限定的 2 门定量研究方法课程和 1 门基础定性研究

方法课程，再加 1 门自选的定性研究方法课程

阅读课程
Reading Time

1 门 4 学分/6.25 第二学年春季 为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做准备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课程
Major Electives Courses

3 门 12 学分/18.75 第二学年为主
允许博士生基于研究兴趣从本学院提供的特定专

业课程库中自选课程

跨学科选修课程 5 门 20 学分/31.25 第二学年为主 允许博士生基于研究兴趣从整个哈佛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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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Interdisciplinary
Electives Courses

资源库中选修课程，利于对教育问题开展跨学科研

究，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等

合计 五个模块 16 门 64 学分/100

育相关问题的思考，具有普及性的作用；第一学年

春季，按专业方向分别开设专业核心研讨会，培养

学生运用专业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具有专业

性的作用；第一、二学年均开设博士生学术研讨会，

每学期 1 学分，分主题引领不同专业方向的师生对

教育问题进行学科交叉性的研讨，更具有跨学科性

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博士生学术研讨会持续五

学年，后三个学年不作强制要求。这种以课程形态

存在的研讨会，每周 1~2 次，持续至少两学年，使

学术研讨的时间、主题、深度和互动分享机制都有

了保障，很好地训练了博士生开展教育研究所需的

问题意识、辩论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

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非常重视研究方法课

程的设置，提供了开展高质量研究所需的多样化的

研究范式和技术方法，要求博士生在第一学年完成

4门课程 16学分的学习，占课程总学分的四分之一。

由 3 门限定课程和 1 门自选课程构成，限定课程包

含 2门定量研究方法课程和 1门定性研究方法课程，

自选课程允许从本学院或其他学院进行跨学科选

修。课程难度由初级向中高级过渡，第一学年秋季，

修习“应用线性回归”和“定性分析导论”两门课

程；第一学年春季，修习“教育统计方法应用”和

另一门自选的定性研究方法课程。官网信息显示[2]，

2019 学年开设了 46 门可供选修的研究方法课程，

如其他学科特有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课程。

显见，研究方法课程比重大，且兼具规范性、多样

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为博士生按需跨学科选修研究

方法课程留有弹性空间。

除自选研究方法课程之外，还允许博士生基于

各自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打破专业限制，从教

育研究生院课程库中选修 3 门专业课程，从整个哈

佛大学其他学院的课程资源库中选修 5 门跨学科课

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医学等，以便对教育问题

开展跨学科研究储备知识和技能。通过跨学科课程

学习和自由参与各类研讨会，教育领域 Ph.D.博士生

拓宽了学术视野，增进了以多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教育问题的能力，形成了跨学科研究共同体。

3.课程设置形式：突出“以生为本”按需选修

教育领域 Ph.D.课程设置充分顾及每一位博士

生的个性化需求，重视选修课程的弹性设置，突出

“以生为本”按需选修，以满足博士生个性化研究

的课程需要。属于知识建构范畴的 48 学分 12 门课

程中，除 3 门限定的研究方法课程外，其余均为选

修课程，共 36 学分，占知识建构类课程学分的四分

之三，占课程总学分的一半以上（56.25%）。博士生

选修课程时可与教师顾问协商，教师顾问会根据每

位博士生的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提出更

具针对性的课程选修建议，帮助博士生按各自所需

选择最佳的课程组合，利用开放多元的跨学院课程

资源对教育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显见，教育领

域 Ph.D.课程体系将“满足个性化研究需求”作为课

程设置和课程选修的出发点，让博士生建立“一人

一课表”成为现实。

4.课程师资配备：彰显跨学院合作与跨学科协同

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立足于整个大学的教

育资源，通过打破壁垒实现跨学院合作与跨学科协

同。除允许跨学院选修课程外，它还整合了各学院

的优秀师资，为博士生培养提供跨学科的卓越的导

师资源。官网数据显示[29]，目前参与教育领域 Ph.D.
培养的 95 名导师中，有 43 名来自其他研究生院。

CIS方向有来自文理学院的 12名导师和肯尼迪学院

的 1名导师；EPPE方向有来自文理学院的 6名导师、

肯尼迪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各 3 名导师、医学院和

法学院各 1 名导师；HDLT 方向有来自文理学院的 9
名导师、医学院的 6 名导师和公共卫生学院的 1 名

导师。每个专业方向都有近一半的院外导师，他们

不同程度地参与授课、论文指导与答辩等博士生培

养过程。阵容强大的跨学科师资配备在很大程度上助

力了教育研究生院的师资力量，促进了跨学科之间的

学术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建立起庞大的哈

佛大学社群关系网，为教育领域 Ph.D.博士生的课程

学习、社会实践和教育研究提供了强劲的资源保障。

三、对我国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改革的启示

科恩（David Cohen）和鲍尔（Deborah Ball）
认为，教育学博士生应具备学习与学术研究的七个

关键元素，包括所在领域实体知识、理论性与批判

性思考、为研究问题制定框架、通过社会视角看待

研究、运用不同研究方法设计研究、收集并分析数

据、与不同群体交流讨论自己的研究等[30]。要达成

这些结果，需要长期的包括专业知识、方法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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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系统学习以及学术研讨会

的科研训练，离不开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的系统

性支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课程体系特色，反思我国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

系的问题[31]，对深化我国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改

革有所裨益。

1.加强顶层规划，凸显以生为本为研究服务的

课程设计理念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自创立伊始

就基于培养目标和专业方向，立足于全校资源，从

顶层规划和系统设计课程体系，坚持将“以生为本”

“为研究服务”作为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这一点很值得我国借鉴。

针对我国目前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存在“以

知识为主线构建课程结构”“院系之间重复设课”等

问题，未来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改革首先要加强

顶层规划，科学合理地定位本校本学科的人才培养

目标，从有益于学科交叉和特色凸显的视角凝练或

重组学科方向，便于从源头上引领课程体系的系统

性建设。其次要强化“以学生为本”“为个性化研究

服务”的课程设计理念，注重课程弹性设置，优化

“知识建构类”和“科研训练类”的课程组合，分

模块建设课程库，提升课程选修的多样性，适当提

高选修课程比重，增大课程选修的灵活度，还可考

虑将注重科研训练的各类研讨会纳入常规课程管

理。这样既有利于需求各异的博士生在丰富多元的

模块课程库中自由选修适合的课程，又能兼顾宽厚

的学科知识建构和严格的科研方法训练并驾齐驱，

使课程结构达到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统一。

2.优化课程结构，增设研究方法课程与跨学科

课程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学位项目拥有丰富多

元的模块课程，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课程和跨学科

课程很好地满足了博士生开展学科交叉性研究的课

程需要，有效培养了博士生的批判意识、创新思维

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跨学科课程在当今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

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已有众多学者在高校跨学科建

设或运用跨学科方法构建本科与研究生相衔接的专

业课程方面进行了探索[32]。针对我国教育学博士生

课程体系存在“研究方法类和跨学科交叉类课程偏

少”的问题，未来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改革应建立

多元开放式的课程结构，增设研究方法课程和跨学科

课程，适当增加其课程学分，提高课程选修的自由度。

研究方法课程可采用“必修+选修”“定量+定性”相

结合的方式，由易到难开设研究方法课程群；跨学科

课程宜采用“学院内选修+跨学院选修”相结合的方

式，最大限度地打破专业学科壁垒，为博士生开展“教

育+”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必要的课程支持，优化每

一位博士生个性化的“课程套餐”组合。

3.强化日常科研训练，分年级梯度设计学术研

讨类课程

哈佛大学教育领域 Ph.D.课程体系设计中，除了

知识建构类研究方法课程之外，还将注重科研训练

的各类研讨会纳入常规课程管理，为博士生开展原

创性的学位论文研究提供“实训场所”，循序渐进地

提高了博士生的问题意识、科研能力和综合素养。

针对我国目前教育学博士生课程体系存在“课

程学习与学位论文相脱节”的问题，未来教育学博

士生课程体系改革应加强分年级梯度设计学术研讨

类课程，赋予课程学分并将其纳入必修课程进行管

理。不同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有分有合，在周期性参

与形式多样的研讨类课程中强化教育科研素养的日

常训练。譬如，第一学期可邀请学院内外学者，为

所有博士生开设通识性的学术讲座；第二学期分专

业方向开设研讨会如学术沙龙或工作坊等，聚焦各

专业的核心问题设计研讨主题，采取“倾听讲座+成
果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三学期开设综合性强

的学术研讨会，分主题跨学科式地深入研讨复杂的

教育问题；第四学期起直至毕业，不再作课程学分

的硬性要求，但仍鼓励博士生参加学术研讨会。

4.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增进跨学院课程与导师

资源互通

大学的关键在于大师。课程只是骨架，而其血肉

和灵魂必须来源于师生之间密切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

用。哈佛大学率先打破不同学院间的行政壁垒，提供

丰富多样的跨学科课程，组建阵容强大的跨学院优秀

师资团队融入教育领域 Ph.D.博士生的跨学科培养。

目前我国教育学博士生培养大多集中在高校某

个学院如教育学院，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师资配置

都普遍存在“院系割据为阵，行政组织壁垒严重，

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促

进跨学科人才培养，急需形成多方共识，破除壁垒

建立课程与导师资源共享机制，切实推进跨学院合

作跨学科协同式的教学与研究。当然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学校层面探索建立跨学科课

程共享机制、跨学院师资互动机制、课程学分互认

管理机制和教学经费财务预算机制等，也需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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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或学院以愿意合作的姿态，在高校体制改革中

先试先行，探索可行的跨学院资源共享机制和有效

的实践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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